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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萧友梅北京大学附设音乐传习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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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北京大学附设音乐传习所是中国近代专业音乐教育的滥觞，哺育了近现代我国建立
的每一所音乐专门学校和综合大学音乐科系。从１９２２年８月１９日发布的《北京大学日刊》上刊
载的传习所简章和招生章程中，可以初步看出，传习所已经是一所专业音乐教育机构，已经建立
了专业的办学模式；以现代专业评价指标结构体系对传习所办学模式进行完形可以发现，传习所
的专业办学模式已经体现出以人才培养目标为办学引领，以毕业要求为办学标的，以师资队伍、
支持条件和质量保障为办学支撑，以课程教学和合作实践为办学落脚点，以学生发展为办学中心
的较为完善的模式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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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大学附设音乐传习所是萧友梅专业
音乐办学的初期实践，是中国近代专业音乐
教育的滥觞，传习所的办学实践和经验积累，
为其后的专业音乐教育机构———上海国立音
乐院（上海音乐专科学校）提供了直接的办学
借鉴，并通过上海国立音乐院，间接哺育了近
现代我国建立的每一所音乐专门学校和综合
大学音乐科系。那么，音乐传习所作为第一
所中国近代专业音乐教育机构，在萧友梅的
主持下是否已经建立了较为完整的专业办学
模式，如果说已经建立，这一模式又是什么样
子？以下，笔者将就这些问题进行详细的论
述。

一、北京大学附设音乐传习所沿革

１９１６年秋天，北京大学音乐爱好者夏宗
淮、查士鉴等几位同学，本着“陶淑性情、活泼
天机”的宗旨，发起创办了学生课外活动组织
“北京大学音乐团”，推夏宗淮为团长。稍后，
社团组织者们商议将“北京大学音乐团”改名
为“北京大学音乐会”，并于１９１８年２月制定
了十条音乐会章程，选址北京景山东街，延聘
指导导师，招募会员，举办活动，是为传习所
最早的缘起。

音乐会的活动引起了北大校长蔡元培的
关注。１９１８年６月，将会名改为“北京大学
乐理研究会”，蔡元培亲自为该会拟定章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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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敦重乐教，提倡美育”这一美育思想，作
为乐理研究会的办会宗旨，增设课程，改善条
件，使学生社团逐渐壮大，是可谓传习所较早
的根基。
１９１９年１月，蔡元培对“北京大学乐理

研究会”再次重组，改名为“北京大学音乐研
究会”。由蔡元培任会长，修订章程，公推秦
元澄、李吴祯、章铁民等为干事。课程分为古
琴、丝竹、昆曲、钢琴、提琴等五组，聘请陈仲
子、吴瞿安、王露、包玉英、纽伦、萧友梅、刘天
华等为教学导师。取址北大前院，添置乐器
曲谱。是为萧友梅受聘北大的最早音乐教育
基地，亦可谓音乐传习所的前身［１］。
１９２０年９月１６日，于同年３月底留学

回国的萧友梅应蔡元培之聘，入北京大学中
文系任教，兼任北京大学音乐研究会导师。
初来乍到的萧友梅位居“北京大学音乐研究
会导师名单姓名表”首位，担任普通乐理、和
声学、西洋音乐史等课程教学工作。萧友梅
受聘北大音乐研究会，是近代音乐史上一个
重大事件，预示着中国专业音乐教育从此迎
来了发展契机。同年１０月１９日，蔡元培出
席由时任音乐研究会主任杨昭恕主持的音乐
研究会会员大会，通过了研究会新的章程，选
举了新的干事，在原五组课程基础上增设唱
歌课，把研究会主要事务厘定为研究学术、讲
演乐理、刊行杂志三块［２］。
１９２２年３月，蔡元培发起成立“国立北

京大学学生事业委员会”，聘请萧友梅为学生
事务委员会计划股委员，负责音乐方面的调
查研究管理活动。根据学生事业委员会“计
划整理学生社团关于学术及公益事业”的组
织大纲要求，同年３月底，萧友梅对北大音乐
研究会进行了为时近一月的调查。调查结论
认为，研究会自由松散，成效不大，需要改组。
在向蔡元培汇报时，萧友梅同时进一步提出，
要想收到良好的效果，必须把研究会改组成
一个专门的音乐教育机构，以专业人士予以
管理。１９２２年６月２６日晚，蔡元培主持音
乐、美术、体育学生社团专门研究会议，会议

议决：将音乐研究会改组为正式音乐教育机
构，即北京大学附设音乐传习所，由萧友梅负
责传习所筹建工作［３］。

１９２２年８月１日，经北京大学第九次评
议会评议，关于设立音乐传习所的提案获得
通过。１０月２日，北京大学附设音乐传习所
在北京大学正式宣布成立，蔡元培任所长，萧
友梅被聘为教务主任，实际负责传习所教学
管理事务。聘萧友梅、杨仲子、刘天华、嘉址、
易伟斋、赵年魁、甘文廉、乔吉福、穆志清、李
延祯等为传习所教师。１０月３日举行招生
考试，１０ 月 ４ 日，宣布原音乐研究会取
消［３－４］。

至此，北大附设音乐传习所，中国近代音
乐史上第一所专业音乐教育机构正式成立。
在自１９２２年１０月正式招生至１９２７年６月
被“奉系教育总长”刘哲下令停办的近五年
里，萧友梅以传习所为主要阵地，开启了他筚
路蓝缕、艰难创业的专业音乐教育之路。

　 二、从音乐传习所第一份公告（简章
和招生章程）的分析中初步提出
专业办学模式问题

　　 在１９２２年８月１９日发布的《北京大学
日刊》上刊载了音乐传习所一份公告，包括传
习所简章和本年度秋季招生简章两个部分，
这应该是传习所创办以来第一次对外正式发
布的公告［５］。目前为止，举凡论及萧友梅传
习所办学模式者，基本上是以此为例。但可
以发现，这些引证者大多没有仔细研究这份
资料。

（一）关于简章

萧友梅起草的传习所简章共分四章十二
条，其中第一章“组织”３条，第二章“入学、退
学、学费、练琴费”７条，第三章“课程表（甲、乙
两种师范科）”两种课表，第四章“演奏会、研究
会”２条。为便于分析，兹侧重性转述如下：

第一条“宗旨”。说明本所是为了养成乐
学人才，一方面传习理论、技术等西洋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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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保存、发扬、光大中国古乐；
第二条“职员”。说明本所所长为校长兼

任（蔡元培），设教务主任１人（萧友梅），各科
主任１人，书记１人，缮谱１人；

第三条“分科”。说明本所拟设本科、师
范科（甲、乙两种）和选科三科。其中本科培
养专门人才，分理论作曲、钢琴、提琴、管乐、
独唱五科，只定毕业标准不定毕业年限，凡修
了规定课程即可毕业；师范科分甲乙两种，培
养中小学音乐教员，修业年限甲种暂定四年，
乙种暂定两年；选科分理论、唱歌、钢琴、风
琴、西洋管乐、西洋弦乐、中国管弦乐七种，培
养业余爱好，无修业年限，无专门证书；

第四、五、六条“入学”。分别规定本科、
甲种师范科、乙种师范科的入学身体、品行、

年龄、学历、学力条件；选科不限学历学力，但
身体品行要求相同，年龄十三岁以上；

第七条“退学”。说明第一学年成绩不佳
或被认定为可能不能完成学业者，命其转科
或转学；

第八、九、十条“学费、练琴费”。说明自
备乐器种类、租用乐器种类、各科年度学费及
租用钢琴风琴费用等问题；

第十一条“演奏会”。说明传习所演奏会
分导师来宾演奏会和学生演奏会两种，前者
暂定一周一次，后者暂定一学期一次；

第十二条“研究会”。说明本所导师和中
西专家组织研究会，比较研究中西音乐，发表
成果。

原简章部分截图如图１所示：

图１　传习所简章

　　第一种课表———“甲种师范科课表”。甲
种师范科四年共设４９门课程：

第一学年１２门，其中伦理学第一期（２）、
伦理学第二期（１）、词章（２）、第一外语英文
（７）等公共理论课４门（课程后括号里为周学

时，下同）；心理学（２）、普通乐学（３）、普通和
声学（３）、声学（１）、视唱（４）、合唱（２）等专业
理论课６门；钢琴（风琴）（１）、乐器练习（１２）
等专业技能课２门；周总４０学时（原表３７核
算有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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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学年１１门，其中词章（２）、英文（７）
等公共理论课２门；教育学（２）、教育史（２）、
音乐术语（１）、音乐史（１）、普通及应用和声学
（３）、视唱（３）、合唱（２）等专业理论课７门；钢
琴（风琴）（１）、乐器练习（１２）等专业技能课２
门，周总３６学时。

第三学年１３门，其中英文（７）、第二外文
（法、德）（４）等公共理论课２门；教育行政
（２）、作曲及实习（２）、作歌法及实习（２）、音乐
史（１）、对位法（３）、视唱及默谱（２）、乐器学
（１）、合唱（２）等专业理论课８门，独唱（２）、钢
琴（风琴）（１）、乐器练习（１２）等专业技能课３
门；周总４１学时（原表３９核算有误）。

第四学年１３门，其中英文（７）、第二外文
（法、德）（４）等公共理论课２门；教授法并实
习（２）、作曲及实习（２）、作歌法及实习（２）、乐
曲解剖（１）、赋格写作法（３）、视唱及默谱（１）、
乐曲放大法（２、合唱（２）等专业理论课８门；
独唱（２）、钢琴（风琴）（１）、乐器练习（１２）等专
业技能课３门；周总４０学时（原表３８核算有
误）。

课表末尾有注说明，各课程中独唱、对位
法、赋格写作法三门课程为选修科目；从第三
年起，学生须从理论、独唱、乐器三项中选一
种为主科，一种为副科，但不能选两种主科。

第二种课表———“乙种师范科课表”。乙
种师范科两年共设２４门课程：

第一学年１２门，其中国文（词章）（２）、英
文（４）、伦理学第一期（２）、伦理学第二期（１）
等公共理论课４门；心理学（２）、教育史（２）、
普通乐学第一期（３）、普通乐学第二期（３）、视
唱（４）、合唱（２）等专业理论课６门；钢琴（风
琴）（１）、乐器练习（１２）等专业技能课２门；周
总３８学时（原表３５核算有误）。

第二学年１２门，其中英文（４）公共理论
课１门；教育学（２）、教授法并实习（２）、教育
行政（２）、默谱及节奏练习（２）、词章及作歌法
（２）、音乐史纲（１）、普通及应用和声学（３）、视
唱（３）、合唱（２）等专业理论课９门；钢琴（风
琴）（１）、乐器练习（１２）等专业技能课２门；周
总３６学时。

原两种课表截图如图２所示：

图２　甲乙两种师范科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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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传习所简章四章内容中，未见“学
分”这一重要学制规定。有关学分规定的记
载出现于１９２３年１２月１７日出版的《北京大
学二十五周年纪念刊》上萧友梅撰写的《音乐
传习所对于本校的希望》一文之中：本科及甲
种师范科需修足１２０学分，选科及乙种师范
科需修足６０学分，方可毕业［６］２０７。

（二）关于招（男女）生章程

本年度传习所只招甲乙师范科和各种选
科生。萧友梅起草的秋季招生章程共十条，
包括“学额”“选科类型”“报考资格”“录取待
遇”“报名时间和地点”“考试时间”“考试科
目”“入学手续”“章程索取”“传习所办公地
点”等十项内容，简要转述如下：

第一条：说明甲乙师范科各招收２０人，
选科人数不限，但如果某科人数太少，则不设
该科；

第二条：说明选科共设“理论和合唱”“西
洋器乐”及“中国器乐”三大类，其中西洋器乐
１１科（专业方向），包括钢琴、风琴、小号及提
琴等，中国器乐１１科（专业方向），包括箫、
笛、琵琶、古琴、胡琴等；

第三条：重申“简章”中说明的各科报考
资格；

第四条：说明被录取学生的经济待遇。
其中师范科分官费、自费两种，官费者由各地
教育行政部门初试选拔，参与传习所复试，学
费学杂由官方支付；自费者只面向北京招生，
费用自理；选科生费用一律自理；

第五条：说明报名时间为本年８月１日
至９月１０日（１９２２年），地点在北大第一院
注册部；

第六条：说明体检考试时间为本年９月
１３日体检，１６日考试（１９２２年）；

第七条：说明甲种科考试科目为国文、英
文、数学和译谱，乙种科考试科目为国文、数
学、译谱。无论甲乙，译谱一项以“能五线谱
简谱互译为合格”，选科生无须考试；

第八条：说明入学报到手续；
第九条：说明索取章程的方式；

第十条：说明传习所办公地址于本年９
月１０日起搬至马神庙前西老胡同１８号
（１９２２年）。

以上招生章程，较为细致，重点信息项目
俱已说明。

（三）关于办学模式

关于传习所专业办学模式问题，学者黄
旭东、李静、金桥等曾依据以上传习所简章及
招生章程，通过简要概括两件材料中体现的
教育方针、培养目标、科组建制、学制学业、课
程设置及师资队伍等办学要素情况，从而提
出传习所是中国近代专业音乐教育机构、已
经具有了专业办学模式的观点。笔者以上对
原始材料的详细转述和分析，完全可以支持
上述学者们的观点。但笔者也发现，关于传
习所萧友梅的专业办学模式问题，学者们的
论述缺乏对照、不够全面、不够彻底。笔者详
细归纳转述（这种归纳转述的目的是为了展
示传习所的“办学模式”）简章和章程，用意就
在于弥补“不够彻底”这一不足。为使本文讨
论的“模式”问题更加清晰，笔者在以上史料
转述的基础上再逐项做针对性说明：

第一，关于教育方针。学者们所提出的
萧友梅坚持蔡元培“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之
办学方针，并未出现在上述材料之中，但是，
萧友梅在北大办学，深受蔡元培教育思想影
响，且深得蔡元培赏识，其办学方针自然会坚
持蔡元培的思想。所以提出萧友梅办学有
“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之办学方针，当然是合
理的。

第二，关于培养目标。简章中介绍的第
一条传习所宗旨、第三条分科解释，就是专业
培养目标。

第三，关于科组建制。简章中介绍的第
三条分科，就是科组建制。

第四，关于学制学业。简章中介绍的第
三条分科解释、第七条退学解释以及招生章
程中的第二条选科分类解释等就是学制学
业；两份材料中未提学分，但在“简章”转述及
分析最后，笔者已经加以补充，说明在另一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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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之中，传习所明确规定了本科、甲乙师范科
和选科的毕业学分。

第四，关于课程设置。简章中的甲乙两
种师范科课表，就是课程设置。

第五，关于师资队伍。简章中第二条职
员、第十一条导师演奏会以及第十二条研究
会，就是师资队伍。当然，其中“职员”主要体
现的是管理队伍，未体现办学模式中最关键
的教师队伍，但这不是问题。萧友梅非常重
视师资队伍建设，除演奏会、研究会体现了重
视师资队伍艺术实践能力及学术能力建设
外，他在传习所期间广泛搜寻高水平教师，建
立了一支包括杨仲子、刘天华、嘉址、易伟斋、
赵年魁、甘文廉、乔吉福、穆志清、李延祯等在
内的优秀教师队伍，这是不争事实。

　　三、以现代专业建设评价结构模式
对传习所办学模式的完形

　　一个完整的现代专业教育办学模式，从
“专业建设”评价角度来看，一般具备八个维
度：培养目标、毕业要求、师资队伍、课程教
学、合作实践、支持条件、质量保障和学生发
展。到目前为止，关于萧友梅办学模式的所
有讨论，都还未采用这个完整的结构作为参
照，这就是笔者之所以再论萧友梅北大音乐
传习所专业办学模式的原因。接下来笔者将
以专业办学八大要素结构为参照，就“模式”
问题做进一步阐述。

（一）培养目标

上述讨论中的办学方针和办学宗旨，用
现代办学要素概念来说，就是专业人才培养
目标。现代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包含三个层次
的内容，其一是贯彻国家教育方针，其二是落
实学校办学定位，第三是人才培养适应需求
定位。传习所简章，实际上就是现代人才培
养方案，其对办学宗旨的规定、各科人才服务
面向的规定，以及传习所事实上的蔡元培教
育思想的贯彻和事实上的在北大评议委员会
管理下的办学，正体现了专业人才培养目标
三个层次的内容。

（二）毕业要求

毕业要求是对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具体
化，是由培养过程到实现培养目标之间的具
体化引导指标。传习所的办学中，制度上对
毕业要求有定性的规定，就是简章第三条中
关于分科的学制、毕业年限、课程修了等解释
内容以及稍后在《音乐传习所对于本校的希
望》一文中对学分的规定。至于现代对毕业
要求更为具体化条理化的定量分解，实际上
是现当代高等教育不断发展的结果，是对办
学实践经验的进一步凝练总结。事实上，萧
友梅的办学实践中，一定执行着毕业要求的
更为具体的指标内容，只是没有以定性文件
呈现出来而已。

（三）师资队伍

萧友梅高度重视办学中师资队伍建设要
素问题，在传习所简章中职员、演奏会、研究
会的介绍中有具体体现，在师资队伍聘用组
建的办学实践中有事实的体现，在其后上海
国立音乐院的办学实践中更有显明的后证。
萧友梅尤其重视教员的学术研究、专业发展
及社会服务等当代概念的师资队伍建设指
标，比如鼓励教员参与中华教育改进社学术
年会、派刘天华出席河南小学音乐教育研讨
会、支持刘天华创办“国乐改进社”学术社团、
组织教员收集整理出版民间音乐作品和编写
出版教材专著、组织教员举办国民音乐会演
出等。

（四）课程教学

萧友梅的传习所课程设置，是在德、法等
西方国家音乐单科专业办学模式参照下，结
合当时国内实际和条件，在当时而言可能做
到的最为完整、系统和科学的课程体系，这已
经在简章课表中有完整的呈现。就当下专业
音乐教育课程体系而言，除随时代需要、科技
发展而新开发的相关课程外，其他专业核心
课程，在萧友梅的课程体系中已经应有尽有。
甚至，就专业基础理论、技法理论和外语而
言，萧友梅比当代专业音乐教育作出了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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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

（五）合作实践

合作实践作为专业建设要素之一，是指
人才培养过程中强调专业实践能力培养以及
通过第三方合作达成人才培养目标的一种培
养策略，是现代专业建设、专业评价的一个重
要指标。从传习所简章第四章第十一条学生
每周一次实践音乐会及两种课程表中乐器练
习、应用作曲技法及教育实习等课程开设的
广度及量度来看，萧友梅重视学生艺术和教
育实践能力培养的思想非常明显。如果从实
际办学来看，更能说明问题：黄旭东在其著作
《萧友梅编年纪事稿》中对传习所自１９２２年
１０月正式成立至１９２７年春期间所举办的
师、生两种音乐会做了统计，其中教师音乐会
４０余次，学生实践则包括分别于１９２３年１２
月１２日、１９２４年６月５日、１９２５年５月３０
日及１９２６年６月８日等举办的共计５次音
乐会［７］１５７，５９０－５９６，６０３－６０５。如果加上传习所师生
共同举办的１４次国民音乐会，则总数至少多
达５９次以上，平均每年１２余次之多。这一
艺术实践成果，放在当下专业院校似乎不足
为奇，但如果放在中国专业音乐教育伊始、萧
友梅草创传习所的时代来看，则不能不说是
一个了不起的事情，由此也足可见证萧友梅
专业办学中对合作实践的重视。

（六）支持条件

支持条件是指用以支持专业办学的政
策、资金、场地、设备等各种物质、非物质办学
资源，是专业办学的又一重要要素。传习所
简章及招生章程不可能如当下高校招生宣传
材料那样介绍办学条件，现有关于萧友梅的
历史文献也未见这类专题史料，但从一些零
星的材料中，还是可以看到萧友梅重视这一
办学要素的影子，比如：为争取办学政策支
持，萧友梅于１９２３年７月向北京大学评议委
员会提出改“音乐传习所”为“音乐院”的请求
但未获通过，同年１２月１７日，又在《北京大
学２５周年纪念刊》中发表《音乐传习所对于

本校的希望》一文，再次提出希望给传习所正
名（传习所是根据英文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ｏｒｙ　ｏｆ　ｍｕｓｉｃ
转译而来，本意就是“音乐院”），同时还要求
增加学额；在萧友梅的争取和蔡元培的支持
下，１９２２至１９２３年度传习所办学伊始时期，
校方拨款经费就约占全校总经费之八十分之
一等［６］。

（七）质量保障

质量保障是指专业办学过程中，通过一
系列体制、机制及制度建设，以保障人才培养
质量、达成培养目标的办学要素。已有萧友
梅研究从未采取这一视角，笔者亦未找到萧
友梅传习所时期专门的管理制度材料，但完
全可以肯定，作为北京大学下设的一个独立
教学机构，传习所一定有相关体制、机制和制
度以保障教学质量，即便也许还不够完整。
以上讨论的传习所简章及招生章程，其中简
章第一章第二条关于行政人员设置的规定，
简章第二章关于入学、退学、学费及练琴费的
规定，招生章程中关于报考资格及复试要求
的规定等，其实就是质量保障体系中具体指
标项的体现。

（八）学生发展

学生发展是衡量专业办学中是否以学生
成长为中心，以及学生毕业后职业发展状况
的一项评价要素。萧友梅非常关心学生，常
邀请学生到家里讨论学习与生活问题，组织
各种师生郊游活动。据萧友梅侄女肖淑娴回
忆，１９２３年冼星海到北京找萧友梅时，萧友
梅介绍他在传习所学习，因为考虑冼星海家
庭贫困，还为冼星海提供管理乐谱和抄谱的
勤工俭学机会［８］。若干年后，萧友梅到上海
办学，又再次接纳冼星海进上海国立音乐院，
对冼星海日后的音乐生涯应该说是有着很大
影响的。萧友梅也特别关心学生的职业发
展，他在传习所时期所培养的学生，其后都成
了中国近现代音乐教育、音乐理论、音乐创作
及音乐表演领域的重要人物，比如冼星海、储
师竹、吴伯超、曹安和、谭抒真等。１９２７年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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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至上海创办国立音乐院后，萧友梅还先后
聘请传习所时期的学生吴伯超、谭抒真等到
国立音乐院任教。

　　四、就“传习所办学模式”讨论中
的三个逻辑问题再作说明

　　以上讨论，实际上已经不言自明地提出
了“萧友梅传习所的专业办学已经建立了以
培养目标为办学引领，以毕业要求为办学标
的，以师资队伍、支持条件和质量保障为办学
支撑，以课程教学和合作实践为办学落脚点，
以学生发展为办学中心的较为完善的现代专
业办学模式”这一观点。为了使这一结论更
为可信，本文认为还需要对三个逻辑问题作
简要的说明。

（一）这一模式的来源

萧友梅的专业办学模式，并不是他本人
的凭空创造，而是他对他所了解的西方专业
音乐教育办学模式的“拿来主义”。萧友梅留
学德国时学习的是音乐教育，回国前又专程
巡回欧美考察各国音乐教育，对欧美专业音
乐教育非常了解。回国后三个月内，他就分
别在１９２０年５月３１日和同年６月３０日的
北大音乐研究会刊物《音乐杂志》上发表《什
么是音乐？外国的音乐教育机关。什么是乐
学？中国音乐教育不发达的原因》及《美国哈
佛大学音乐学的课程》等文章，向国内介绍西
方音乐教育的体制、学制、课程与教学等相关
问题［６］１４３－１４７。然而即便是拿来，在一个完全
不同的环境下实施，也必然会有适应环境的
“中国式”变化，这些变化，就是萧友梅的创
造。因此，萧友梅能建立一个较为完整的办
学模式，这是可能的，因为他有借鉴的对象；
说这一专业模式是他创建的，也是有充分理
由的，因为他有自己的创造。

（二）简章等材料是否足以为证

黄旭东、李静、金桥等学者，以及笔者都
以传习所简章和招生章程作为主要论据，以
讨论萧友梅音乐专业办学模式问题，但事实

上这份简章和章程仅仅只涉及甲乙师范科，
这会构成论证逻辑问题吗？笔者认为不会：
第一，在萧友梅的办学理想和实践中，他事实
上把本科、师范科、选科和后来的预科都认定
为专业办学；第二，就算是现在，我们在很多
情况下还是把音乐师范教育称为音乐专业教
育。

（三）这一模式完形是否可靠

以现代专业办学模式八大要素为参照来
“完形”２０世纪２０年代萧友梅的办学模式，
所获得的结果可信吗？笔者认为是可信的：
第一，不管何种时代，教育活动系统中教育
者、被教育者、教育目标、教育材料、教育手
段、教育条件等教育核心要素结构是不会变
的；第二，上述八大要素作为专业教育办学评
价或者说办学模式评价的专用术语，是教育
活动中理论对实践的抽象，是感性向理性的
转化。也就是说，在没有提出这八大要素概
念之前，实践在教育活动发生伊始就或感性
或理性或淡写或重描地执行着这八个方面的
事情；第三，笔者借助现代专业办学模式结构
做参照来完形萧友梅的专业办学，不是为了
着意抬高萧友梅的办学水平，而是因为唯有
拥有一个完整的参照，才可能把萧友梅所做
的事情加以完整的清理。

　 五、萧友梅从办学模式创建中体现
出来的“筚路蓝缕，锲而不舍”
的教育情怀

　　 萧友梅挚爱音乐教育事业，从留学德国
选择音乐教育，到回国首创北大音乐传习所、
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音乐科和北京国立艺
术专门学校音乐系，到最后创建上海国立音
乐院，毕其一生，为中国音乐教育事业鞠躬尽
瘁、义无反顾，直至１９４０年１２月３１日与世
长辞。其教育的一生，体现着“筚路蓝缕，锲
而不舍”的高尚的教育情怀。

萧友梅于１９２０年３月底留学回国，同年
５月即发表了他回国后第一篇文章———《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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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是音乐？外国的音乐教育机关。什么是乐
学？中国音乐教育不发达的原因》。在这第
一篇公开发表的文章中，萧友梅就在 “中国
音乐不发达的原因”中充满忧患意识地说道，
“我们今天若是还不赶紧设一个音乐教育机
关，我怕将来于乐界一方面，中国人很难出来
讲话了”。其爱国之情、振兴音乐教育之心溢
于言表［６］１５３－１５４。
１９２０年年底，回国不足一年的萧友梅即

向北洋政府教育部提出成立独立音乐专门学
校的建议并编制了预算（开办费用３５万元，
年拨款１５万元，年学额２００名）。此预算曾
一度获教育总长范源濂的同意，并转交财政
部，但不料北洋政府内阁未能通过。其后萧
友梅在范源濂的建议下又编制了大幅缩减的
新规划，然而由于北洋政府对教育的忽视，以
及总体财政窘迫，提议最终无果［７］１５４。
１９２２年６月２６日晚，在萧友梅的调研

和建议下，蔡元培主持音乐、美术、体育学生
社团专门研究会议，会议决定将北京大学音
乐研究会改组为正式音乐教育机构；１９２２年
８月１日，萧友梅关于设立音乐传习所的提
案最终获得北大第九次评议委员会通过；１０
月２日，中国近代音乐教育史上第一所专业
音乐教育机构———北京大学附设音乐传习所
在北京大学正式宣布成立。至此，萧友梅想
办一个专门的音乐教育机构的梦想，在经过
两年多的努力后，终于在“伯乐”蔡元培的支
持下实现了。

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专业音乐教育举
步维艰。从政府重视度，到社会理解度，到学
校评议委员会的支持度，到经费，到场地，到
设备，到学额，如此等等，莫不窘紧。据萧友
梅在传习所第一届新生开学典礼上的发言报

告（１９２２年第一届），本届师范科连同选科
总共只有学生３２人，其中师范科居然只有６
名，办学经费没有着落，校舍也是在原计划开
学时间后一个多月才找到。为了给音乐传习
所正名以获得与北大其他科系基本同等的待
遇，萧友梅两次向评议委员会提出改“附设音
乐传习所”为“音乐院”的请求，均被评议委员
会以“音乐院”可能会引起对即将设立的国民
政府“大学院”的误解而有失体统为名拒绝。
１９２７年７月２０日，奉系政权下令整顿学校，
教育总长刘哲即以“有伤风化”之名，撤销了
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以及北京国立艺术专门
学校音乐系。可见，萧友梅的专业音乐教育，
即便有蔡元培的支持，也仍然是充满艰难。

传习所被解散，萧友梅并未因此放弃他
的追求，而是南下上海，再创上海国立音乐院
以继续他专业音乐教育的孜孜梦想，进一步
彰显他 “筚路蓝缕，锲而不舍”的教育情怀。

结　语

综上所述，萧友梅在北京大学附设音乐
传习所近五年的专业音乐办学实践中，已经
建立了较为完整的现代专业办学模式。这一
模式的产生，既得益于萧友梅对西方办学模
式的拿来主义，也得益于他适应中国现实状
况的独立创造。尽管音乐传习所历时较短，
培养的学生也不多，但它的先河之功，以及专
业办学模式和专业办学经验，都对当时以及
其后的音乐教育机构产生着深远的影响。在
这一专业办学模式创建过程中，萧友梅筚路
蓝缕，锲而不舍，为中国专业音乐教育打开了
第一片天地，其高尚的教育情怀，值得我们好
好继承和发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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